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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气候政策的减碳效应
——基于直接与长期对比视角的考察

任亚运 余 坚 张广来*

摘要：“双碳”目标的提出使得碳减排再次成为一项迫切议题，但由于碳排放的

外部性特征，市场失灵现象普遍存在，政府适时介入势在必行，中国为此先后实施

了各具特点的命令控制型和市场型等多种气候政策。在此背景下，研究何种气候

政策更能适应当前时代需求，助力中国实现长效低碳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据此，

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及连续双重差分模

型对主要类型气候政策的减碳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气候

政策具有直接减碳效应，但不具有长期减碳效应；市场型气候政策既具有直接减碳

效应，亦具有长期减碳效应；两种气候政策实现长效低碳发展的共同作用机制是促进

研发投入增加，而对于能源配置与产业升级两种机制，市场型气候政策均优于命令控

制型气候政策。本文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合理运用不同气候政策、重视多种作用

机制等对策建议，以期为“双碳”目标的顺利实施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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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气候变化方面，中国一直坚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大国责任担当。自《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签订伊始，至《京都协议书》（1997）制定，再到《巴黎协定》（2016）
的正式实施，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合作，逐渐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参与者和贡

献者成为关键引领者。但鉴于中国当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绝对温室气体排放量处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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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①，减排任务仍格外艰巨。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

家方案》（2007）、《“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2011）、《“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工作方案》（2016）等一系列代表性文件政策。而2020年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为中

国减排任务提供更具体的指导节点与方向的同时，也对中国碳减排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具

有负外部性特征的碳排放问题，仍需辅以合适的气候政策工具来矫正市场失灵。此时，在多

种类型气候政策并行以及“双碳”背景下，甄别与选择能够实现长效低碳发展，并符合当前经

济发展形势的气候政策工具成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国实施的气候政策包括命令控制型、市场型、自愿型及混合型等多种政策工具（郑石明

等，2019），“十二五”以来则以命令控制型与市场型为主，形成二者并驾齐驱的局面（朱松丽

等，2020）。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通过对企业设定排放指标、制定相应规章制度来强制达成减

碳目的，企业若过度排放将遭受处罚甚至关停，具体政策包括“十二五”及“十三五”规划中的

分省碳排放约束指标等。这类政策工具在欧美等国具有成熟的实施经验，因此可被直接用于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适应于碳达峰目标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市场型气候政策在世界各地

应用时间短于命令控制型，具体可分为价格型（征税或补贴）和数量型（排放权交易），由于其

节约成本、技术激励的性质而逐渐得到应用，中国实施的市场型气候政策主要是碳排放权交

易试点政策，且已经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探索。

聚焦于现阶段的碳减排任务，在以碳排放约束为代表的命令控制型和以碳排放权交易试

点为代表的市场型两种气候政策工具并行现状下，何种气候政策更适合于当前“双碳”目标的

有效推进？两种气候政策的减碳效应与减碳机制有何异同？如何找到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气

候政策实施策略？都成为需要迫切研究与解决的议题。

二、文献综述

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和市场型气候政策孰优孰劣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早期对

二者的比较研究起源于国外，但多从成本与效率的视角来考察：一方面 Atkinso 和 Lewis
（1974）与McGartland（1988）通过对空气质量区建模研究发现，市场型的减排成本低于命令控

制型；另一方面Weitzman（1974）与Coase（2013）通过理论推导得出，市场型能够促成效率最大

化，命令控制型则不能。同时也有学者对市场型与创新的动机进行了初步考察（Malueg，
1989），认为二者并无关系。其次，气候政策属于环境规制的范畴，随着当时新古典经济理论

与波特假说（Porter，1991；Porter & Van der Linde，1995）的思想冲突逐渐兴起，学者们对环境规

①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2010年至2019年间绝对温室气体排放量排

名前三位的国家分别为中国、美国、欧盟27国加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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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企业技术水平、污染排放等关系开始激烈讨论并延续至今（Jaffe & Palmer，1997；Boyd &
Mcclelland，1999；Berman & Bui，2001；Alpay et al.，2002；Murty & Kumar，2003），因此对于具体

政策工具的选择也莫衷一是。

相较于早期的讨论，现有研究也是众说纷纭，尤其是国外学者的讨论中，不仅对同一政策

存在相反的研究结论，而且鲜有从长效角度考察二者的研究。一方面，国外学者对命令控制

型政策的研究大多关注空气污染及工业污染领域。Greenstone（2004）和Greenstone等（2012）
发现美国空气质量法规不仅没有减排作用，还会显著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但Bergquist等
（2013）却发现瑞典关于工业污染的命令控制型政策能够以低成本获得环境改善，且对企业的

技术水平有提升作用，Greenstone和Hanna（2014）也提出，印度的命令控制型政策对于空气污

染减排有显著作用。另一方面，国外学者对市场型政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欧盟的碳排放权

交易。Streimikiene和Roos（2009）经过实证研究发现，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度对碳排放没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而Martin等（2016）对最新的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回顾却发现，欧盟排放权交易

制度不仅有抑制碳排放的作用，并且对企业创新投入及低碳专利申请数量存在一定的提升

作用。

另外，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结果则相对较为统一，均肯定了两种政策的直接减排作用，

但就长效角度而言，只有市场型政策得到了验证，命令控制型政策的研究结果则存在一定争

议。一方面，国内学者对于命令控制型政策的研究聚焦在水污染及 SO2污染领域。Chen等

（2018）对水污染领域的命令控制型政策研究发现，下游城市的严格监管的确减少了当地的水

污染，但会导致监管程度较低的上游城市吸引更多的水污染。熊波和杨碧云（2019）对“两控

区”政策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两控区”政策的实施显著减少了SO2排放。Li等（2019）发现中国

实施的命令控制型政策对环境相关专利授权数存在显著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

明该效果对西部有正向作用，对东部则有负向作用。Tang等（2020）研究发现中国实施的“十

一五”SO2减排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在地域与企业规模之间表现出异质性。另一

方面，国内学者对于市场型政策的研究较为深入。该政策的直接减排作用得到诸多学者的研

究，主要以 SO2排污权（涂正革、谌仁俊，2015；傅京燕等，2018）与碳排放权（李广明、张维洁，

2017；任亚运、傅京燕，2019；李治国、王杰，2021）为主。更进一步在长期减碳方面，部分学者

以专利数据（王为东等，2020；宋德勇等，2021）或研发经费（郭蕾、肖有智，2020）作为绿色创新

的代理变量，从创新的角度证明了碳交易能够实现长效减排，虽然该结果能够佐证波特假说，

却没有考虑资源与环境因素的影响（陈超凡，2016）。部分学者采用更具时效性和全面性的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来表示绿色发展（傅京燕等，2018；任
亚运、傅京燕，2019），实证检验了市场型政策的长期发展效应。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不仅

包括了技术进步，也包括了经济增长以及对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不过该方面的研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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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仍相对较少。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一方面，命令控制型政策与市场型政策的直接减排作用在

空气污染、水污染及SO2污染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了实证支撑，但以碳排放为对象的研究仍然

较少，且未从碳中和的长远角度对减碳效应进行考察；另一方面，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单独考

察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或市场型气候政策，鲜有共同考察及比较二者的实证研究（王班班、齐

绍洲，2016；张宁、张维洁，2019；吴茵茵等，2021），更深入地从直接与长效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的研究也有待拓展。相比现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首先，从直接与长效两个角

度，实证考察气候政策在减碳效应方面的差异，拓展了气候政策效应评估的研究视角。其次，

选取现阶段中国两种主要类型气候政策进行比较研究，丰富了异质性气候政策的研究内容，

为“双碳”目标下气候政策的实施建言献策。最后，梳理总结两种气候政策在减碳效应方面存

异的机制原理，并对此机制原理的异同进行检验，厘清了气候政策实现长效低碳发展的主要

作用路径。

三、政策背景与理论假设

（一）政策背景

1. 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

2016年10月，为确保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的低碳发展目标任务，推动中国碳排放2030
年如期达到峰值，国务院发布《“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文件，对全国各省市下

发分类指导的碳排放强度约束指标。同时，由生态环境部对各省市的碳减排约束指标完成情

况采用具体化的百分制进行考核，相较于《“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的减排约

束进一步增强了对地方政府领导人碳减排绩效考核的力度。

2. 市场型气候政策

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并从

2013年起在上海、北京、广东、深圳、天津、湖北、重庆七省市逐步建立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陆续

于2014年全部建成。试点地区的交易市场覆盖电力、钢铁、水泥等多个行业中的重点排放单

位，并且分布于具有不同发展特质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区，能够有效探索建立碳交易机制

的情况，为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做好准备。

（二）理论假设

2021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

见》文件，为中国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做出顶层设计，该文件明确提出“处理好

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

指导思想，这对“双碳”目标下气候政策的实施与选择提出战略性的指导。气候政策在直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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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碳排放的基础上，亦需将碳达峰与碳中和这一长期约束考虑在内，实现长效低碳发展，因

此，直接减碳与长效低碳发展是气候政策实施中不可分割的目标。而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与

市场型气候政策具有不同的减排方式与作用特质，故二者从政策层面有效传导至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或经济激励（王班班、齐绍洲，2016），最终实现的减碳效

应会在直接与长效层面产生差异。

对于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中国实施的“十三五”碳排放约束具有规制强度高的特点，伴

随着较为严格的法律法规及明确的减排数额。在此种政策环境下，难以完成减排目标的企业

可能采取在生产末端加装治理设施等措施来减少碳排放（王鹏、谢丽文，2014），以免除罚款、

警告及暂停经营等处罚，而部分高碳排放中小型企业可能直接被关停，Chen等（2018）在水污

染领域的研究对此提供了佐证。并且，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对同一省市的企业主体设定相同

的减排目标，忽视了企业间的异质性，违背了等边际法则，使企业生产无法达成利润最大化及

帕累托最优，既缺乏效率，又不利于技术创新（Stavins，2003），难以实现长效低碳发展。据此，

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一：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具有直接减碳效应，不具有长期减碳效应。

对于市场型气候政策，中国设立的碳交易试点能够根据市场机制在各企业间分配碳排放

份额，使得企业主体按照等边际法则进行生产，更好地消除碳排放的负外部性、明晰产权以及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而言，碳交易市场的建立相当于将碳排放份额作为要素投入加入企

业生产函数中，根据需求引致创新理论（Griliches & Schmookler，1963），企业能够通过低碳技

术创新来减少能源投入成本与碳配额购买成本，从长期抵消低碳技术研发与运用的投入，实

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与市场型气候政策减排目标的统一。并且，市场中绿色低碳的生产要素将

自主流向碳交易市场中的企业，促使该部分企业更加高效地减少碳排放，逐渐改变企业生产

经营模式，形成产业进入壁垒，推动产业低碳化，实现长效低碳发展。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

假设：

假设二：市场型气候政策既具有直接减碳效应，亦具有长期减碳效应。

在假设一与假设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与市场型气候政策长期减碳

效应存异的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

（1）能源配置。碳排放主要产生于煤炭等化石能源的生产使用过程，以煤炭为主的能源

结构的变化不仅会即刻影响碳排放，更是实现长效低碳发展最为直接与关键的一环。目前中

国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 84%，而政府的碳中和目标要求 2060年能源系统中清

洁能源占比达到80%以上（林伯强，2022），能源配置的优化是气候政策实现长效低碳发展的

主要机制之一。

（2）研发投入。研发资金及人员的显著增加，将在长期内为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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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长效低碳发展带来内生动力。“十三五”碳排放约束的高强度规制施加的外部环境，可能无

法为企业创造“波特假说”的条件，诱发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而碳交易则能够通过要素成本压

力改变需求并引致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实现低碳技术创新。

（3）产业升级。深度调整产业结构，推动高耗能、高碳排放的工业、建筑业、交通业等第二

产业向新兴第三产业转化，是长效低碳发展的最终实现形式。“十三五”碳排放约束可能仅使

部分企业采取末端治理措施，或使小部分高碳排放企业关停，无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碳交

易推动企业使用清洁能源与低碳技术进行生产，形成的产业进入壁垒将推动各行业低碳发

展，实现产业升级。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三：气候政策实现长效低碳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可能包括能源配置、研发投入与产

业升级。

上述理论假设被整理于图1中。

碳排放 直接减碳效应

命令控制型
气候政策

末端
治理

碳达峰
碳中和

研发投入

能源消耗

能源配置 产业升级

市场型
气候政策

长
期
减
碳
效
应

图1 异质性气候政策的减碳效应与作用机制

四、实证模型与变量数据

（一）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对气候政策的减碳效应进行评估，

双重差分法作为一种政策评估方法，能够有效避免政策作为解释变量所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陈林、伍海军，2015）。对于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本文在时间维度上将 2016年之前定为非

任亚运 余 坚 张广来：异质性气候政策的减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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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施期，2016年及之后定为政策实施期；在个体维度上，因为不同地区受碳排放约束指标

影响程度不同，所以不能简单地用二值虚拟变量来刻画，对此本文构造连续双重差分模型。

对于市场型气候政策，本文在时间维度上将2014年之前定为非政策实施期，2014年及之后定

为政策实施期；在个体维度上，参考李广明和张维洁（2017）的研究，由于除深圳市之外其他试

点地区都是省及直辖市，故为了研究范围的统一，将深圳市合并到广东省，得到实验组为上

海、北京、广东、天津、湖北、重庆，剩下的省市为对照组，对此本文构造双重差分模型：

Cit = α
cm
1 + αcm

2 Ri ´Period cm
t +Xitγ

cm + λcm
i + μcm

t + εcm
it （1）

Git = β
cm
1 + β cm

2 Ri ´Period cm
t +Xitδ

cm + ηcm
i + θ cm

t + ζ cm
it （2）

Cit = α
mk
1 + αmk

2 Treati ´Period mk
t +Xitγ

mk + λmk
i + μmk

t + εmk
it （3）

Git = β
mk
1 + βmk

2 Treati ´Period mk
t +Xitδ

mk + ηmk
i + θmk

t + ζ mk
it （4）

上述式（1）、（2）为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的连续双重差分模型，式（3）、（4）为市场型气候政

策的双重差分模型。其中，上标 cm 代表命令控制型，mk 代表市场型，下标 i 代表地区，t 代

表年份。被解释变量 C 代表碳排放，G 代表长效低碳发展；解释变量 Ri 代表命令控制约束指

标；Treati 是市场型气候政策虚拟变量，Treati = 1 代表 i 地区实施了市场型气候政策，

Treati = 0 代表 i 地区没有实施市场型气候政策；Periodt 是时间虚拟变量，Periodt = 1代表 t 时

期实施了气候政策，Periodt = 0 代表 t 时期没有实施气候政策。

Xit 为一系列影响减碳效应的控制变量，在下文进行详细说明；λi 与 ηi 代表个体固定效

应，能够控制各省份的地理位置、省级层面的相关法规与政策等（如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不随

时间变化的个体因素；μt 与 θ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能够控制宏观冲击、全国层面环境相关法

规与政策等（如新《环境保护法》、环保督察巡视）影响所有个体的时间因素；εit 与 ζit 代表随机

干扰项。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1）碳排放（Cit）。由于现有文献中使用的各类测算方法有所不同，得到的结果也差异较

大，故选取较为权威的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中的CO2排放量数据进行指代。

（2）长效低碳发展（Git）。本文以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测

算所得的碳全要素生产率（Carb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CTFP）进行衡量。测算过程中以

GDP为期望产出，CO2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劳动、资本存量和能源消费量为投入。其中劳动

投入用从业人员年末人数衡量，资本存量投入参考单豪杰（2008）取 10.96%的折旧率以永续

盘存法计算，最终得到的碳全要素生产率是考虑经济增长、碳排放及能源消耗在内的一个综

17



合性生产率指标，其值越大代表长期减碳效应越大。

2. 核心解释变量

（1）对于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的连续双重差分模型，核心解释变量为 Ri ´Period cm
t ，对 Ri

的不同选择决定了能否较好地度量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的实施效果。现有研究中，一部分学

者直接将政策规定的减排约束指标纳入模型进行回归（王班班、齐绍洲，2016；叶琴等，2018），
一部分学者则从政策文件中的词频、量化数据、是否颁布具体措施等入手构造指标（张国兴

等，2014；王班班、齐绍洲，2016；徐佳、崔静波，2020）。虽然以上做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度量

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的实施效果，却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本文在参考《“十三五”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文件与董梅等（2018）的研究基础上，首先计算出以2015年为基期的碳排

放强度累计下降百分比，再进一步构造命令控制约束指标 Ri ，以2016年为例：

Ri - 2016 = 2016年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百分比 “十三五”文件中各省的减排约束

其余年份以此类推，最终得到的命令控制约束指标大于 1说明该地区已经完成减排任

务，小于1说明该地区还未完成减排任务，此时其系数 αcm
2 与 β cm

2 能够较好地反映出命令控制

型气候政策的效果，即各省市地方政府每完成一个单位的政策约束，对碳排放和长效低碳发

展带来的影响。

（2）对于市场型气候政策的双重差分模型，核心解释变量为 Treati ´Period mk
t ，其系数 αmk

2

与 βmk
2 衡量了市场型气候政策对实验组各省市碳排放和长效低碳发展的净效应。

3. 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选取方面，根据环境影响的 IPAT模型（钟兴菊、龙少波，2016），国家或地区对

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I）取决于人口规模（P）、富裕水平（A）和技术因素（T），因此本文选取

乡村人口占比、经济发展、创新能力三个控制变量来进行表征。此外，本文还参考相关文献

（张伟等，2013；任亚运、傅京燕，2019；张宁、张维洁，2019；李治国、王杰，2021；鄢哲明等，

2022），加入第二产业占比与能源消费两个控制变量。具体如下：

（1）经济发展（ pgdp）。高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来自粗放型的资源消耗，伴随着大量的碳排

放，也可能来自技术创新的驱动，可以促进长效低碳发展，故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控制

变量。

（2）乡村人口占比（ population）。在中国，农村人口规模增长与密度对环境影响的贡献可

能远远大于城市（钟兴菊、龙少波，2016），因此选取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

（3）第二产业占比（industry）。考虑到第二产业的碳排放水平远高于其他产业，选取第

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

（4）能源消费（energy）。从消费端来说，碳排放主要来自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燃烧，能

源消费总量越大，碳排放越多，越不利于长效低碳发展，故选取能源消费总量作为控制变量。

任亚运 余 坚 张广来：异质性气候政策的减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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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创新能力（tech）。由于专利标准客观、变化缓慢，所以专利是测量科技创新能力的可

靠指标（倪鹏飞等，2011），选取国内专利授权数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样本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面板数据样本范围为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囿于数据的可得

性，不包含西藏、港澳台地区）。本文对所有与价格相关的原始数据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了

调整，并且为排除样本中个别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数据统一进行2.5%的缩尾处理。数据来

源为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与各省统计年鉴。表

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碳排放（公吨）

长效低碳发展

经济发展（元/人）

乡村人口占比（%）

第二产业占比（%）

能源消费（万吨标准煤）

创新能力（件）

符号

C

G

pgdp

population

industry

energy

tech

变量定义

CO2排放量

碳全要素生产率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乡村人口/总人口

第二产业产值/
国内生产总值

能源消费总量

国内专利授权数

样本数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均值

362.3
1.40

32877
42.96
41.22
14233
47198

标准差

269.7
0.52

17592
12.44
7.83
8151

63759

最小值

51.97
0.75

12064
11.88
20.27
2080
765

最大值

1245
3.02

84322
61.78
53.82
34235

270000

五、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回归结果

为准确估计模型，本文在回归时对被解释变量（碳排放、长效低碳发展）与非百分比的控

制变量（经济发展、能源消费与创新能力）均取自然对数以避免共线性的影响，并且使用聚类

到省级层面的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表2和表3分别为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和市场型气候政

策的回归结果，列（1）与列（3）为加入个体固定效应的模型，列（2）与列（4）为加入双向固定效

应的模型。

由表2可知，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前后，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均未有较大改变。其中，列

（2）与列（4）双向固定模型的交互项系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列（2）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

下显著为负，意味着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具有直接减碳效应，列（4）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意

味着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不具有长期减碳效应，这一估计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一。

由表3可知，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前后，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均未有较大改变。其中，列

（2）与列（4）双向固定模型的交互项系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列（2）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

下显著为负，意味着市场型气候政策具有直接减碳效应，列（4）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下

显著为正，意味着市场型气候政策具有长期减碳效应，这一估计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二。

19



表2 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减碳效应的回归结果

交互项

经济发展
（ pgdp）

乡村人口占比
（ population）

第二产业占比
（industry）

能源消费
（energy）

创新能力
（tech）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常数项

样本数

R2

碳排放（C）

（1）
-0.118***
（-5.33）

-0.257
（-1.68）
-0.020**
（-2.68）
-0.006**
（-2.05）
0.577***
（4.56）

0.018
（0.57）

是

否

3.813*
（2.00）

300
0.520

（2）
-0.168***
（-5.14）

-0.253
（-1.10）
-0.021***
（-2.87）
-0.007**
（-2.16）
0.461***
（3.49）

0.035
（1.17）

是

是

4.748*
（1.75）

300
0.579

长效低碳发展（G）

（3）
0.009

（0.18）
0.991***
（3.12）
-0.019

（-1.45）
-0.004

（-0.55）
-0.613**
（-2.47）

-0.101
（-1.39）

是

否

-2.169
（-0.57）

300
0.737

（4）
-0.001

（-0.01）
0.445

（0.95）
-0.020

（-1.45）
0.005

（0.78）
-0.621**
（-2.30）
-0.173**
（-2.58）

是

是

3.606
（0.69）

300
0.76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是使用聚类到省级层面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t

值。下表同。

表3 市场型气候政策减碳效应的回归结果

交互项

经济发展
（ pgdp）

乡村人口占比
（ population）

第二产业占比
（industry）

能源消费
（energy）

创新能力
（tech）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常数项

样本数

R2

碳排放（C）

（1）
-0.143***
（-4.99）
-0.305**
（-2.13）

-0.011
（-1.46）
-0.006*
（-1.75）
0.745***
（7.21）

0.008
（0.27）

是

否

2.446
（1.26）

300
0.485

（2）
-0.146***
（-3.90）
-0.429*
（-1.96）
-0.014*
（-1.77）
-0.008*
（-1.97）
0.663***
（5.94）

0.023
（0.84）

是

是

4.487*
（1.71）

300
0.529

长效低碳发展（G）

（3）
0.183***
（3.41）
0.883***
（3.48）
-0.026**
（-2.24）

-0.003
（-0.52）
-0.649***
（-2.84）

-0.108
（-1.49）

是

否

-0.425
（-0.12）

300
0.764

（4）
0.160**
（2.69）

0.539
（1.35）
-0.026**
（-2.10）

0.002
（0.42）
-0.653**
（-2.58）
-0.163**
（-2.31）

是

是

3.282
（0.66）

300
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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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1. 政策动态效应检验

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是政策实施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研究对象发展趋势相同，并

且该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只是政策实施后的平均效应，无法知道各年的政策效果，因此本文

采用更为科学的事件研究法来检验平行趋势假设并考察政策的动态效应。

具体来说，生成各年取值为 1的时间虚拟变量与政策实验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命令控

制型则以 2016—2019年的命令控制约束指标平均值作为政策之前所有年份的约束指标，将

这些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图2、图3分别是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和市场型气候政

策的动态效应检验结果，图中黑色实线为交互项系数值，上下两条虚线为95%置信区间，若置

信区间不包括0，说明当年的政策效果显著。

0.1

0

-0.1

-0.2

-0.3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政策实施年份 政策实施年份

政
策
动
态
效
应

0.2
0.1

0
-0.1
-0.2
-0.3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年份

政
策
动
态
效
应

（a） （b）
图2 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对碳排放（a）与长效低碳发展（b）的动态效应检验

由图 2总体来看，无论是直接减碳效应还是长期减碳效应，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均通过

了平行趋势检验。同时由图2（a）可知，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的直接减碳效应在2016年出现，

之后的年份里逐渐增大，说明其减排效果良好；由图2（b）可知，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的长期减

碳效应在政策实施前后并未出现，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政策实施年份

政
策
动
态
效
应

0.1
0

-0.1
-0.2
-0.3
-0.4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年份

政策实施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年份

政
策
动
态
效
应

0.4

0.2

0

-0.2

（a） （b）
图3 市场型气候政策对碳排放（a）与长效低碳发展（b）的动态效应检验

21



由图 3总体来看，无论是直接减碳效应还是长期减碳效应，市场型气候政策均通过了平

行趋势检验。由图3（a）可知，市场型气候政策的碳减排效应于2013年开始出现，因此具有预

期效应，并且在2013年之后该效应逐渐增大，这可能是因为2013年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

率先建立，该试点在预先得到政策指导的情况下，积极筹备建设工作，使得直接减碳效应预期

突显；由图3（b）来看，市场型气候政策的长期减碳效应在2016年出现，并且在之后的年份里

该效应基本维持在相同的水平，因此具有滞后效应，这可能是因为碳交易市场建立初期准入

法规不一、定价差别过大，使得减排效应突显的同时抑制了低碳技术创新等长期减碳的关键

环节。

2. 排除气候政策相互干扰检验

在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与市场型气候政策的实施期间，彼此政策效果可能相互干扰，为

排除此种干扰，本文作出如下的检验：

（1）互相排除干扰样本。对于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本文通过删去碳交易试点地区的数

据来调整样本个体范围；对于市场型气候政策，本文通过删去2017—2019年30个省市的数据

来调整样本时间范围。在此基础上再次对两种气候政策进行回归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其中列（1）与列（3）为直接减碳效应的检验结果，列（2）与列（4）为长期

减碳效应的检验结果。

表4 调整样本范围后气候政策减碳效应的检验结果

交互项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数

R2

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

（1）
-0.143***
（-3.76）

是

是

是

240
0.615

（2）
-0.055
（-0.8）

是

是

是

240
0.753

市场型气候政策

（3）
-0.122***
（-4.11）

是

是

是

210
0.507

（4）
0.135***
（2.87）

是

是

是

210
0.736

由表4可知，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的直接减碳效应仍显著为负，长期减碳效应仍不显著；

市场型气候政策的直接减碳效应仍显著为负，长期减碳效应仍显著为正，故基准回归结果

稳健。

（2）将两种气候政策纳入统一模型进行检验。除上述互相排除干扰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外，本文还进一步将两种气候政策的交互项置于同一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来进行稳健性

检验，以此控制二者的相互影响，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在统一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二者的相互影响后，对于碳排放而言，命令控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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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政策与市场型气候政策的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负，故二者的直接减碳效应检验结果稳

健；而对于长效低碳发展，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的交互项系数仍不显著，市场型气候政策的交

互项系数仍显著为正，故二者的长期减碳效应检验结果稳健。

表5 统一模型后气候政策减碳效应的检验结果

交互项（命令控制型）

交互项（市场型）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数

R2

碳排放（C）

-0.154***
（-5.19）
-0.121***
（-4.03）

是

是

是

300
0.617

长效低碳发展（G）

-0.019
（-0.31）
0.163**
（2.64）

是

是

是

300
0.778

3. 安慰剂检验

虽然本文的回归结果已经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效应检验、排除气候政策相互干扰检

验得到了初步的验证，但该结果还可能受同时期省份内随时间变化的相关因素以及随机性因

素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安慰剂检验来进一步验证其稳健性。该检验的核心思想为虚构实验组

或者虚构政策时间来进行估计，如果在虚构方式下的回归结果与原回归结果相差甚远，则说

明原估计结果稳健。

具体来说，对于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本文通过随机分配命令控制约束指标对应的省份，

即随机分配各省份对碳减排约束指标的完成程度来进行安慰剂检验。对于市场型气候政策，

本文通过随机构造实验组，即随机分配碳交易试点的省份来进行安慰剂检验。图4、图5分别

估计系数真实值 模拟系数平均值

交互项系数
-0.20 -0.15 -0.10 -0.05 0 0.05 0.10

核
密
度

10

8

6

4

2

0

图4 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对碳排放的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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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进行了500次蒙特卡洛模拟的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和市场型气候政策的安慰剂检验结果，

图中竖实线代表模拟系数的平均值，竖虚线代表原估计系数的真实值。

对于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由图4可知，直接减碳效应的交互项系数模拟值主要分布在0
的附近，与原估计结果显著不同，这说明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对碳排放作用的估计结果并未

受到同时期其他因素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估计系数真实值 模拟系数平均值

交互项系数

-0.15 -0.10 -0.05 0 0.05 0.10 -0.10 -0.05 0 0.05 0.10 0.15 0.20
交互项系数

估计系数真实值
模拟系数平均值

核
密
度

25
20
15
10

5
0

核
密
度

20

15

10

5

0

（a） （b）
图5 市场型气候政策对碳排放与长效低碳发展的安慰剂检验

对于市场型气候政策，由图 5（a）可知，直接减碳效应的交互项系数模拟值主要分布在 0
的附近，与原估计结果显著不同；由图5（b）可知，长期减碳效应的交互项系数模拟值也主要分

布在0的附近，与原估计结果显著不同，这说明市场型气候政策对碳排放与长效低碳发展的

估计结果并未受到同时期其他因素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4. 控制时间趋势

除安慰剂检验外，本文还参考Moser和Voena（2012）的研究，通过控制时间趋势的方法来

排除各省份随时间变化的相关因素的影响，即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时间趋势多次项（包

括一次、二次与三次）。该检验方法可以得知潜在的随时间变化的干扰因素对碳排放与长效

低碳发展是否存在影响，若存在影响则可以排除该影响以缓解内生性问题，最终得到更加稳

健的回归结果。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列（1）与列（3）为直接减碳效应的检验结果，列（2）
与列（4）为长期减碳效应的检验结果。

由表6可知，时间趋势的确对碳排放与长效低碳发展存在影响，而在控制该影响后，命令

控制型气候政策的直接减碳效应仍显著为负，长期减碳效应仍不显著；市场型气候政策的直

接减碳效应仍显著为负，长期减碳效应仍显著为正，故基准回归结果稳健，假设一与假设二得

到充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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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机制检验

经过前文的基准回归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与市场型气候政策的确

存在长期减碳效应的差异，但对于此种差异的作用机制异同还未得到检验，因此在本节继续

对假设三进行详细讨论。以前文理论假设部分对能源配置、研发投入与产业升级三个作用机

制的解读为基础，本文作出如下的机制变量选择：

（1）能源配置：选取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消费占比来度量，相关数据在统一转化为万吨标

准煤后进行计算，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研发投入：选取R&D经费内部支出来度量研发资金投入、选取R&D人员全时当量来

度量研发人员投入，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3）产业升级：参考干春晖等（2011）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产业结

构高级化的度量，能够反映出经济的服务化和新兴化倾向，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通过将各机制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入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表7所

示，其中列（1）与列（5）为能源配置的检验结果，列（2）与列（6）为研发资金投入的检验结果，列

（3）与列（7）为研发人员投入的检验结果，列（4）与列（8）为产业升级的检验结果。

由表7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可知，市场型气候政策更优于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具体来

说：通过比较列（1）和列（5）的交互项系数可知，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对改善能源配置并没有

显著的作用，市场型气候政策则可以显著改善能源配置、促进能源结构绿色低碳发展；通过比

表6 控制时间趋势后气候政策减碳效应的检验结果

交互项

时间趋势一次项

时间趋势二次项

时间趋势三次项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数

R2

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

（1）
-0.168***
（-5.14）

0.134*
（1.77）
-0.026*
（-1.95）
0.002**
（2.17）

是

是

是

300
0.579

（2）
-0.001

（-0.01）
-0.239*
（-1.88）
0.059**
（2.57）
-0.003**
（-2.70）

是

是

是

300
0.760

市场型气候政策

（3）
-0.146***
（-3.90）

0.220*
（1.78）
-0.040

（-1.69）
0.002

（1.68）
是

是

是

300
0.529

（4）
0.160**
（2.69）
-0.249**
（-2.23）
0.056**
（2.66）
-0.003**
（-2.66）

是

是

是

300
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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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列（2）和列（6）、列（3）和列（7）的交互项系数可知，两种气候政策都能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

入及研发人员投入的增加，从而激励企业低碳技术创新；通过比较列（4）和列（8）的交互项系

数可知，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对产业升级的系数显著为负，无法使产业结构新兴化，市场型气

候政策则对产业升级尚未显现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产业体系低碳化发展的实现是能源、技术

与资本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张伟等，2016）。
表7 气候政策长期减碳效应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交互项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数

R2

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

（1）
-0.028
(-1.21)

是

是

是

300
0.359

（2）
0.133**
(2.29)
是

是

是

300
0.906

（3）
0.128**
(2.37)
是

是

是

300
0.684

（4）
-0.091*
(-1.78)

是

是

是

300
0.815

市场型气候政策

（5）
-0.122***

(-4.16)
是

是

是

300
0.453

（6）
0.209***

(4.18)
是

是

是

300
0.911

（7）
0.191**
(2.75)
是

是

是

300
0.695

（8）
-0.094
(-1.48)

是

是

是

300
0.813

结合以上机制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来看，两种气候政策均能够使企业研发资金与研

发人员显著增加，刺激低碳技术创新。因此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无法实现长效低碳发展而市

场型气候政策能够实现的原因可能在于，市场型气候政策通过碳交易有效改善了企业能源结

构，使企业更少使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投入，在长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逐渐绿色低碳化，命令

控制型气候政策则相对没有作用。并且，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存在一

定的负面作用，无法使现有产业向新兴的低碳产业转化。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通过对以碳排放约束指标为代表的命

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和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代表的市场型气候政策，采用双重差分及连续双

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从直接与长效行为角度来考察，命令控制型气候政

策具有直接减碳效应，不具有长期减碳效应；市场型气候政策既具有直接减碳效应，亦具有长

期减碳效应。进一步通过机制检验考察两种气候政策的减碳效应在长期方面存异的原因，结

果发现两种气候政策的共同作用机制是促进研发投入增加。而在能源配置方面，市场型气候

政策能够有效改善能源配置，降低企业对煤炭等高碳排放能源的使用，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

则不能；在产业升级方面，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可能对产业升级存在一定的负面作用，无法使

现有产业向新兴的低碳产业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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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首先，以市场型气候政策的长期减碳效应为驱动，通过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大力推动

经济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根据本文结论，市场型气候政策可在碳减排基础上实现长期低碳

发展，因此政府部门应通过出台相关法规、深化碳市场配额体系构建等措施，一步步有序扩大

全国碳市场交易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同时鉴于市场机制“无形的手”的特点，中央政府

还应发挥宏观调控能力，与地方政府积极沟通，对碳交易市场的逐步扩大进行监督与指导，有

效、高效地借助市场型气候政策工具在碳达峰至碳中和的时间段中实现减排成效多重突破。

其次，灵活运用多种气候政策工具，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全面建立过程中，适当地

辅以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一方面，碳交易市场的全面推广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不能一蹴

而就，另一方面，碳达峰节点的到达时间越早越有利于远期碳中和的平稳实现。因此在分阶

段扩大碳交易市场覆盖范围的过程中，应适当地辅以命令控制型气候政策，通过该政策快速

而直接的碳减排效果约束碳交易市场范围外的企业与行业，并建立有效而透明的监督与惩罚

机制来引导这些企业与行业正确接受政策效果，铺就政策地区至全国范围碳交易市场日臻成

熟的道路。

最后，发展清洁能源、增加研发投入、优化产业结构，重视气候政策的作用途径，为气候政

策实现减碳效应打好基础。一方面，根据本文实证结果，无论是何种气候政策，对促进研发经

费及人员投入的增加均有显著作用，因此政府应以此为切入点，增加低碳相关专利申请补贴

奖励，激励低碳技术研发。另一方面，根据两种气候政策在能源配置及产业升级两种机制方

面的差异，以及各地区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异质性，政府应有针对性地提高高耗能产业准入

门槛、壮大新兴绿色服务产业规模，提前以发电端低碳能源为导向对整体能源结构布局，进而

更好地发挥气候政策的减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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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Reduction Effects of Heterogeneous Climate Policies: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Direct and Long-Ter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n Yayuna , Yu Jiana , ZhangGuangla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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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double carbon" goal make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become an urgent issue again.

However, due to the externality of carbon emission, market failures is widespread, and it is imperative for the govern-

ment to intervene in a time. For this reason, China has successively implemented various climate policies with differ-

en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command-and-control and market-based. In this context,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tudy which climate policy can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the current era and help China achieve long-term low-carbon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low-carbon effects of major types of climate policies by us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 and con-

tinuous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s. It is found that command-and-control climate policy has direct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but has no long-term low-carbon development effect. Market-based climate policy has

both direct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and long-term low-carbon development effect. The common mechanism

of the two climate policies to achieve long-term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is to increase R&D investment. For the

two mechanisms of energy alloc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market-based climate policy is superior to the

command-and-control climate polic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

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rational use of different climate policies and emphasis on multiple mechanisms,

in order to provide experience for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carbon" goal.

Keywords: "Double Carbon" Goal; Heterogeneous Climate Policy; Carbon Reduction Effects; Difference-in-Differ-

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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